历史教育的研究历程及杂感
   ——访课程专家白月桥先生
(白月桥       (陈德运 马玲玉
时    间：2012年5月29日
地    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被采访人：白月桥
采访  人：陈德运，马玲玉

白月桥先生简介：白月桥，男，河北省孟村县人，1941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曾任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学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兼职：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学术顾问。代表作有《课程变革概论》、《沙俄对清朝边疆的侵略》、《九年义务教育学制课程纵横比较与施教建议》、《素质教育课程建构研究》、《历史教学问题探讨》等。《历史教学问题探讨》具有研究的较高水平，被著名历史教育学家赵恒烈先生赞誉到“为我国未来历史教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设计了蓝图”“为历史教学法进一步的理论探索，铺垫了一条畅通的路”。本书后经修订增加了一些新材料、新观点，被评选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专业课教材。近年来，在脑科学与课程教学相结合方面在作了很多研究，并撰写了论文；在比较历史教育方面颇有造诣，对原苏联及俄罗斯的历史教学有深入研究，发表了很多介绍文章，翻译或编著了多种资料和著作，如《历史学科培养能力与技巧的方式与方法》、《历史教学发展学生思维能力》、《俄罗斯课程改革研究》等。这对介绍原苏联及俄罗斯历史教学和课程改革经验的论著对我国历史教学改革起了积极借鉴作用。长期已来，曾翻译或编著学术专著、工具书、普及读物等约数百万字，有的被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等部门评为优秀著作。

(：白老师，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您，请先谈谈您的工作经历好吗？

(：好的。你们知道我是学历史的，但一辈子的工作，有的和历史专业无关。最初刚走出校门以后，曾在天津原河北省委作政务工作；离津后到新疆务农和从教；调到张家口市教过师范；在河北省石家庄编写过中小学教材；调到中国教科院（原中央教科所）后，曾研究历史教育、搞翻译、研究课程学和脑科学。还曾经历过唐山大地震，被埋在废墟中。每当谈到自己的工作经历时，有时会和同志们说，我是个“流浪”工作者，一辈子没有稳定的工作地点，我不是什么“专家”，而是一个“杂家”，一辈子没有“专一”的研究业务。不过从“流浪”调动中和“杂家”业务中我深深体会到，学习历史非常有好处。由于历史是社会科学，社会时代变革很快，当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你调动工作或改行时，你会从社会需要的角度考虑，很容易想得通，并适应不同形势的要求。

(：白老师，您是学历史的，编写过历史教科书，从事过历史教育研究，您的一些著作文章中也涉及到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教学，您能和我们谈谈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问题吗？

(：民国时期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关于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我是看过很多资料，搞过一定的研究，在我写的历史教学著作中确有涉及。不过由于时间太久了，具体材料数据说不清了，但总体印象还有。我是1980年来中国教科院的，当时称中央教科所，来教科所之前，曾教过历史，编写过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所以，如何编写历史教科书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文革”刚结束时，学校复课闹革命，学生上历史课应该有历史教科书。历史教材应如何编写？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古代史要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现代史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当时我主编的河北省历史教科书也不是这种体例，选编的内容相当宽泛。基于我们历史教材的这种特点，东北有的省还曾借用过我们的教科书。我调到教科所后，带着如何编写历史教材这样的问题去翻阅以前各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各种教材。原中央教科所在和平门那里曾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各种教育资料极其丰富。关于我国解放前各时期的各种版本历史教科书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也非常齐全。一进这样的图书馆感到非常兴奋，我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经常去翻阅各种资料。总的印象是：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历史变革的时期，这时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其中包括历史学科，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为了全面改革封建的旧教育制度，当时教育领导机构于1912年12月颁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关于历史科的规定是：“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这样的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封建社会曾有过的编年体、纪传体、诗歌体等编写历史教材的方法。这就要求学校的历史教育的教材必须按照通史体例编写。何谓通史？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通史要完成的任务是“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直通”就是把历史认识的客体对象纵向划分为各种不同发展阶段，并从时间上把它们予以区别及联系起来；“旁通”就是把历史认识的客体对象横向归纳为各种不同内容的专题，并从空间上把它们予以区别及联系起来；“会通”就是直通与旁通两方面的高度综合，也就是对历史认识客体对象的纵横相互关系的科学阐述。“会通”的“会”指的主要是史学理论观点，理论观点是史书体例建构的根基，持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会编写出不同结构的通史体例。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历史教材种类非常多，但从体例上来看大都转化为通史了。虽然民国时期开创了通史体例，但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通史体例大概到30年代之后才出现。当然，民国时期历史教育的重大变革是多方向的，但我对体例的变革记忆更深刻，这是因为史书的编写体例太重要了。正如刘知几所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就说明了史书编写体例结构的重要性。

当然，历史教育中教科书的通史体例和历史著作的通史体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内容繁简相当悬殊。因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定理论不仅要以马克思史学观点为基础，还要以教育学、课程学、心理学等为理论基础，要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识过程。但不管怎样，教科书只有按通史体例设计编写，才能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全面落实课程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这是我国近百年来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材变革的一条经验。
(：看来您是很赞同以通史体例来编写教材的。历史教材改革是我国历史重大课程改革的重要改革科目之一，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也不例外。您既是历史教育方面的专家，又是课程专家，就请您谈谈这次新课改和历史教材的改革问题吧。
    (：我国这一次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2001年开始启动，历史学科改革是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看，这次新课改是成功的，它使我国课程教学发生了重大的发展变化。当然，对于新课改要全面进行总结，既要肯定成绩，也要看到它的不足或问题。改革开始时，为推动新课改，国家先后发布了几个教育与课程改革的文件，其中直接指导课程改革的最重要的文件就是国务院批准的由教育部于2001年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我后来听到教育部的同志说，该《纲要》曾经过多方面专家学者的修订和审查，是很具有时代性，很有分寸，非常科学的，所以我们要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该《纲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课程改革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这一点我很有体会。

我较长时间主要从事历史教育研究，以前在河北曾编写过中小学教材。在我国新一轮课程教学改革中，2003年又主编了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实验教科书，这套历史教科书是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在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中，曾主持了《历史教学问题探讨》这一重点科研课题，此外还曾出版发表过不少其它论著。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得出的认识、体会或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这些不能具体的述说。在此，只结合从事历史教育的研究或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从哲学高度谈点体会。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古今中外，哲学流派和哲学类别是多种多样的，如唯物论或唯心论、教育哲学或历史哲学等等。但是，在我国其主导哲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分支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发展观。我国教育哲学的建构以及各门学科的研究，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基础，我非常坚信这一点。所以在我1997年出版的《历史教学问题探讨》一书中，编排的第一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讲的主要是哲学理论，即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本书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选大会上荣获优秀成果二等奖。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及科学发展观是真理，不仅指导我们个人的科研工作，更是指导我们国家整个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理论。我国从20世纪与21世纪相交之际开始的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这是一次改革力度最大、最为复杂的一次改革。刚才说到，直接指导这次课程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就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在课程改革目标部分，具体规定了课程改革的“六项”具体目标，而且每项具体目标中都含有两种不同的内容，一是指出了改革前原课程的弊病，二是指出了改革发展的方向。对于我国传统课程的弊病，《纲要》用了六个“过于”，例如：“过于”注重知识传授；“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过于”强调接受学习；课程管理“过于”集中，要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等等。《纲要》在六项具体改革目标中，对于改革前原课程的弊端及其改革的方向，都使用了“过于”或“过分”这样的词类，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分寸的，内涵深刻的哲理和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理论观点来看，它体现了唯物辩证法量变、质变这条基本规律中的适度原则。度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度”，就是限度、幅度和范围，它是一切事物发生性质变化的关节点或转折点。所谓适度原则，就是我们常说的“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恰到好处”、“不要过分”。战国楚辞赋家宋玉在描述美人之美时曾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里说的也是适度原则。

适度原则是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课程教学改革当然也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如果违背了适度原则就会出偏差。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前的旧课程暴露的各种弊病就是“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忽视主动学习态度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缺乏科目整合等等。这就是说，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哲学指导理论是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不是什么建构主义。当然，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为主导哲学的同时，并不排除吸纳其他哲学流派的科学合理的观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2010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供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新课程改革的哲学基础理论分析》。

(：白老师，既然哲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那就请您进一步谈谈我国历史学科改革中的哲学理论问题吧。

 (：好，那我还是就唯物辩证法中的适度原则的角度，谈谈我们历史学科的改革吧。

我国第八次课程改革，在《纲要》的指导下，2001年之后就制订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共计三十多个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实验稿。课程标准是直接指导教科书编写和施行教学的最重要的课程文件。《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实验稿》）是2001年正式颁布实施的。10年来，在《实验稿》的指导下，我国义务教育历史课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课堂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实践证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国家教育部于2011年又对《实验稿》作了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历史课课程标准》（以下简称《修订稿》）。《修订稿》和《实验稿》比较，变化是很大的。这些历史教育工作者们大都很清楚，不多谈。在此仅从哲学理论的角度作些分析。

从课程文件的目录来看，《实验稿》和《修订稿》的总体大结构是一样的，都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验建议”四大部分。但具体对比各大部分的规定细目，两个课程文件却又多方面巨大不同。例如“课程设计思路”是前言中第三个构成部分，也是课程标准制定和修订的重点，我们现在仅就课程设计思路作些分析。《实验稿》课程设计思路指出：课程内容可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世界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共6个学习板块。同时，每个学习板块又分为各不相同的若干学习主题。例如，在内容标准部分中国古代史这个板块，就设了以下主题：（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二）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革；（三）统一国家的建立……（九）思想文化。当然，在每个学习主题下面还有多个具体标题的规定。一般来说，依据《实验稿》编写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实验历史教科书，其体例结构和内容的选择，是以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为准绳的。经过近10年的教学实践，全国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对《实验稿》及实验历史教材，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认为学习板块是可行的，而学习主题是不可取的。因为学习主题的确定，不符合历史的时序性和系统性，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不利于学生理解掌握与发展思维能力。鉴于广大一线历史教育工作者对于《实验稿》的各种意见，教育部于2011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颁布了《修订稿》。与《实验稿》相比，新修订的历史课程标准的变化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课程设计思路是这次修订的重点，尽管课程设计思路中六大学习板块的划分依然不动，但对于原先学习主题的规定《修订稿》则以点线结合的方式予以彻底否定。参与修订《实验稿》的专家们解释说：《修订稿》是以点线结合的方式代替原先的学习主题。“这个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这个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以线穿点，以点连线，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来理解线，使学习内容依据历史的发展线索循序渐进地展开。”“换句话，就是把学习主题的那种呈现方式改为点线结合的通史性的呈现方式。”（《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教师学习指导历史》第16页）。前面我曾说过，我国自民国以来，百余年的基础教育经验已证明通史体例的教科书是较符合课程教学规律的。

整体来看，实践证明《实验稿》学习主题的设计是有偏差的。当初这样设计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落实《刚要》规定的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以克服原课程“过于”重视学习体系、内容过多、学生负担过重，有利于改变“难、繁、偏、旧”的现象。但是实践证明，学习主题的设计不符合《刚要》中“过于”一词所包涵的唯物辩证法的适度原则和科学发展观。因为学习主题为克服原课程的弊端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矫枉过正了。不过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或偏差是难免的。任何课程改革方案的预先设计，都不会尽善尽美，只有实践才能检验课程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记得有位课程学者通过总结上世纪一些国家课程改革的经验教学说过这样一句话：课程改革犹如乘坐一艘可能漏水的航船，在没有驾驶经验的水手们的驾驶下，在没有航海图的茫茫大海中，有目的的进行探索。

(：听您从哲学的角度，尤其从唯物辩证法的适度原则角度来理解历史课程标准中的一些问题，突然间豁然开朗。看来从哲学的高度看待课程改革、研究历史教育又有一番景象。

(：哲学和历史教育学及课程学关系非常密切，哲学为历史教育学及课程学的发展给予理论指导，历史教育学、课程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实践论据，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哲学的。学了哲学后，我觉得对于指导我的课程研究、历史教育研究和其他工作等，能够辨证地看问题，尽量少出偏差。一个人看问题或处理问题出现偏差，往往他的哲学观点及处理问题的方法有关系。比如说，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客观性。这就涉及到哲学理论问题。我认为有的学科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是有主观因素渗透的，但知识毕竟是大脑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应，这就涉及到辩证法的问题。不能因为历史学科的知识往往有主体意识的渗透及其历史时代性，就完全否定其客观性和规律性。总之，我觉得研究历史或研究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的主导哲学，这才符合我们的国情。

(：白老师，虽然您是学历史的和研究历史教育的，但我们知道您还懂俄语，并翻译了许多俄文资料，俄语是后来自学的吗？
(：我觉得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立足于本国，放眼世界，借鉴他国先进经验，这就必须懂外语。根据我的情况，从头起学英语太难，只有在俄语上下功夫。我在中学和学院公共课曾学过俄语，后来自学，自己背字典，为了尽快提高外语水平，还在外国语学院进修一年，取得证书。以前由于原中央教科所存有大量俄文书籍、报刊，为我阅读、翻译提供了条件。我的阅读能力很好，看俄文书报就如同看中文的。但是我口语不行，是个俄语“哑巴”，造成“哑巴”的病根不是我大脑语言区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而是缺少口语交流环境。后来，随着同原苏联及俄罗斯专家同行学术交流的增加，我这个“哑巴”也能张口说话了。虽然口语不好，但还能表达我的意思，外国的同行也能听懂。长期以来，我是阅读翻译了不少资料，并写了一些介绍苏俄教育的文章，我觉得我们搞历史教育研究的，同样需要开阔视野，应该懂外语。从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由于懂俄语这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有利。
(((：您在从事课程教学和历史教育比较研究时，曾翻译或撰写了不少有关原苏联及俄罗斯的著作，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原中央教科所的资料室或图书馆中，前苏联及俄罗斯的报刊和书籍是那样丰富多样，这为我的比较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吸纳他国长处的鼓舞下，我到教科所对俄文报刊和书籍非常感兴趣。几十年来，随着与原苏联、俄罗斯交往的增多，以及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的确翻译了不少资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进行第七次课程改革时，我曾翻译了《苏联普通中学历史大纲（1986年）》，为我国制订历史教学大纲提供参考；20世纪晚期，我国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时，我曾编译了《俄罗斯课程改革研究》一书，以供我国制定课程文件时进行研究与借鉴。1987年和1988年还相继翻译出版了原苏联教科院著名教育家H·R·莱纳和扎波罗热茨的《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历史学科培养能力与技巧的方式与方法》等专著。此外，还曾翻译了俄罗斯的一些教育法规和课程文件等，并写了一些介绍性文章，如《苏联历史教学重视发展能力》、《苏联世界古代史中有关印度史和中国史的教学》等。这些文章或译文发表后，有的被收录在论文集中，有的被高校刊物转载，如北师大1990年出版的《史学选择》就收录了两篇文章。可见这些翻译、编译的著作或俄罗斯的教育文件，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例如，在原苏联很有影响的莱纳著的《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一书，曾被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评为优秀译著。
在我国以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文件中没有把能力纳入课程教学目标中，一般只有技能要求。其实，技能和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技能是指人对动作和知识掌握得熟练程度，从脑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来分析，小脑是技能形成的关键性脑组织；能力是指人的心理特征，能力形成主要在大脑皮层。我们不能把技能和能力混为一谈。关于技能和能力的概念以及历史认识的方法、历史思维的特点、习题设计、教科书的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原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起步早而且较深入，出版发表的论著也多，所以当我把这些译为中文时，受到我国历史教育界的好评。我国和原苏联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以前都是对课程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后来俄罗斯和我国又都实行了三级课程管理体系，教材也不再集中统一。所以2001年4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素质教育课程构建研究》这部著作中，不仅介绍了世界课程改革趋势，还用专章介绍分析了俄罗斯基础教育的文件，最后还附录了译文，以供我国进行课程改革时参考。

今天回想起来很有意思。我翻译了这么多东西，当时不懂得版权知识，没有一篇征得原著本人同意。当《历史学科培养能力与技巧的方式与方法》出版后，我给原文作者寄去了几本。扎波罗热茨回信问我：是否有稿费？我手中既没有卢布也没有美元，而且我也，没有多少稿费。于是回信告知说：我们国家没有加入世界版权组织，对不起，您不能得到稿费。
(：刚刚您提到被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评为优秀译著的苏联莱纳的《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一书，在书中有历史思维的理论论述，您翻译了这本书，后来又对历史思维概念进行专题研究，直至现在学术界对历史思维能力的研究仍旧相当重视。看来在国内，是您首先提出并研究历史思维能力这个概念的吧？

(：历史思维能力这个概念在国内是我较早提出来的，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解释。在我引进并研究这个概念时，曾翻看了我国以前的很多历史教育的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论述。记得曾有一个学者在一篇文章好像也提到过历史思维这个概念，但是他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我在研究苏联历史教学的论著中，发现人家早就有历史思维和思维能力的概念了。学科思维特点和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有一个时代背景，苏联提出的比较早，它接触西方国家比我们多，所以我就特意选择这方面的书籍将这种理论概念翻译介绍过来。注重培养能力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它的提出与整个世界发展竞争的形势有关，科学技术要发展就需要重视、培养思维能力。所以各个学科，各个国家都强调这个问题，历史学科也要重视思维能力问题。

(：您将历史思维能力翻译过来，又进行了研究，算是丰富发展了吧？当时学界对这个理论概念有何反应呢？

    (：是的，在接触这样的理论概念后，我在哲学理论指导下，将历史学科思维特点与其它学科的进行过比较。我在琢磨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同时，也看了一些其他科目的教学法著作，觉得我们历史学科的思维是最复杂的。有的学科可能侧重于某一种思维或某一个方面，如数学科目，逻辑思维能力需要比较强，而其形象思维就少一些了。语文科目，就比较侧重形象和艺术的思维等等。当时，我提出这个历史思维和历史思维能力这样的理论概念时有的学者并不接受。在我评职称时，评审专家问我有什么学术见解，我说最早提出了历史思维及其能力，并对它的一些特征进行了概括研究。有一个专家反驳说：你提个历史思维，他提个数学思维，还思维起来没完了。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有的人是不接受的。

    (：您刚才谈到历史思维与语文、数学等其它学科相比较，历史思维是最复杂的，为什么是最复杂，能详细谈谈吗？
    (：历史思维包括抽象思维，历史人事的客体中有很多抽象的内容，如原则上讲到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时，就是高度的抽象思维，这种思维元素有哲学上的、逻辑上的、还有社会发展规律上的。除此之外，历史思维还包括形象的思维，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过程这都涉及形象思维。1982年我曾写过关于希波战争的一本历史读物，记得我写本书时，看了很多关于古希腊和古波斯打仗的历史资料。夜深人静，当我写到斐力庇第斯马拉松平原长袍报告、温泉关大战等种种战况时，脑子里就浮现出那个场景，就像我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一样。我写这本历史读物就是把我眼前发生的事情描述下来，记录下来了。这就是高度的形象思维。学历史要没有形象思维，没有形象的认识，整个都是抽象思维、抽象概念那是不行的，但是又不能脱离抽象的概念。要讲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可以一提某些概念，一带就过去了，这就必须用抽象思维，但是你要详细生动讲某个历史战争或者某个历史人物，那是需要有高度的形象的东西。历史如同数学一样，也要逻辑思维，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也强调逻辑性。学习历史要让学生热爱和平、热爱国家等，这些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了。所以历史学科的思维特点是具有高度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关于历史思维问题，我在《历史教学问题探讨》一书中有专章进行论述。
(：白老师，通过学术简历我们知道您是我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又是我国课程学专业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既出版、发表过不少历史教育的论著，又写过《课程变革概论》，能和我们谈谈这二者的关系吗？

(：我曾在这两个学会兼任过职务，这是因为我曾从事过这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我是学历史的，并编写过历史教科书，这是我的本行。后来从事课程学研究，这与课程学学科在我们国家曲折发展的历程有关，也与我所在的单位机构特点有关。其实早在古代社会有了学校，有了教育，也就有了课程。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为一门学科，主要是20世纪初期的事情。一般都认为，1918年美国博比特出版的《课程》一书，是课程研究专门化的里程碑。在我国，旧中国曾有过课程学，但新中国成立后，受原苏联的影响，在教育界只有教学论，没有课程论。1980年之前，我国教育工作者一般都把课程论看作是教学论的组成部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1989年陈侠先生写了一本《课程论》。那时我国教育领域关于课程学与教学论之间的学科关系还曾有过学术争论。此后，我国一些教育工作者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相继出版了一些课程论著，并成立了课程学专业委员会。1996年我曾写了一本《课程变革概论》。1997年，我国在广东华南师大召开了全国首届课程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课程学专业委员会，至今会场的欢跃情景还记忆深刻。到会的成员相当多，学术气氛特别浓，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有很多年轻的硕士、博士生都是自费参加会议的。

我之所以既研究历史教育又研究课程学，这与我所在的单位特点有密切关系。我所在的研究室当时叫中央教科所教学法研究室。我曾经任过教学法研究室的负责人，这个研究室关于中小学各门学科如语文、数学、外语、历史等都有专门的研究人员。这对于我突破历史学科的界限，扩大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所以，研究课程学就是研究各门学科的共同原理或规律，不扩大研究领域，就容易犯学科本位主义的错误。在从事研究的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从事历史学科研究为从事课程论研究打下了基础，没有从事具体学科的研究经验，研究课程学就会缺乏学科理论支柱；仅仅从事历史教育研究，没有课程理论普遍原理的指导，视野就会狭隘，容易犯学科本位主义的错误。所以我在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评审过的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专业课教材《历史教学问题探讨》（即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的修订本）一书中，开始两章先讲课程的一般原理：第一章为学科课程的时代性；第二章为传统课程观与现代课程观。

(：老师，我们知道您是研究历史教育和课程的，可我们还通过其他途径知道近些年来，您又研究脑科学，请您谈谈脑科学一些研究情况，以及它和教育之间关系吧。
(：是的，近10年来我主要精力集中在学习研究脑科学论著，并写了脑科学与教育的论文，参加过脑与教育的科研课题，还支持过某小学的基于脑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这是因为自上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脑这个奥妙的“黑匣子”已经被打开，关于脑的主要结构和功能，我们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脑科学是20世纪晚期以来，全世界数千种新兴科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科之一，这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都大力倡导和支持把脑科研成果运用于实践或和教育结合起来。回顾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可知，科学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通过高度综合产生新学科；二是在学科原有的研究领域内进一步分工细化，产生新学科，而进行跨学科的高度综合研究是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总指挥韦伯指出，阿波罗飞船所使用的都是现成的科学技术，关键在于综合。日本有的学者更明确指出：“综合就是创造”。把脑科研成果运用于教育领域，进行高度综合创新，这在世界先进国家已取得丰硕成果，例如董奇先生主编译的“脑科学与教育译丛”就是一例。通过“脑科学与教育译丛”这套书我们可知道，原著作的这些作者们没有一个是终生致力于脑科学研究的专家，他们有的是美国著名的教研员，有的是高校教师，有的是普通中小学某学科的教师。但他们的共同研究特点是都力求把脑科研成果运用于教育领域。我们国家近10年来，在脑科学与教育结合问题上也进行了研究，有的专家学者还承担了科研课题，出版发表了论著。我是研究基础教育课程和历史教育的人，应当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把脑科学研究取得的基本的、定论的、共识的科研成果运用于基础教育，以求突破和创新。我们经常说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要落实“主体”教育的思想，不是落实在肢体上，最终要落实在大脑上，脑是人体的司令部。研究教育学，研究课程教学，要有脑的基本知识，要懂得脑的基本组织和功能。因此，我原计划写一本书，书名为《心脑课程学》，并且书的编写纲目也拟定好了，其中有一章为：历史学科特点与脑的组织功能，但由于精力的原因至今没完成。我认为脑的组织结构不但和整个教育有关，而且和各门学科包括我们的历史学科也密切相关。因为不同的学科其内容知识不同，这就涉及到不同的脑组织。所以我们要研究历史学科与脑的关系。以前我们有的老师曾写过《历史教学心理学》，今天面对新的形势要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要研究“历史教学与脑科学”。但是要把脑科学与教育教学结合起来，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不过我想，随着脑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随着教育工作者们终生学习的时代要求，总有一天脑与教育会密切结合起来，脑科学理论也会成为历史课程教学设计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

这里谈的是个人从事历史教育研究的过程和体会，不一定正确，请批判的理解。
(：谢谢您花费这么多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让我们对历史教育中一些问题，特别是从哲学的辨证角度重新认识了课程中一些问题。 
